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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社

会分层机制的变迁，城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分配制

度的变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

及全球生产链式的劳动分工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在社

会中的位置。引入性别概念，分析市场力量对女性社

会分层的作用与女性内部发生的分化，是理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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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性别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建立理解转型社会的中国性别分化的理论框架，以分析已出现的性别间和

女性间的分化。一是重新评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性别分层及其后果。毛泽东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等级观

念，使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的地位。虽然男性权力并没有被本质性地改变，但女性作为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动者的实践

活动重新定位了女性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即女性是具有独立社会位置的人，这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二是重新

评估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对性别间分层和女性间分层产生的影响。从性别比较的视角，两性间的分化是明显的，市场带来了更大

的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和女性化职业的贬值。从劳动力市场看，劳动力市场因性别、阶级和城乡身份等带来的多元性，产生了

性别内的分化。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女性低端劳动力群体和女性精英群体，无论她们是来自农村的女性，还是借助其他身份和

能动性获得了精英位置的女性，她们都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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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gender into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order to conceptualize the gendered as-

pect of that process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identify not only segregation based on gender but also among women themselves. The pa-

per, first, reassesses the results of gender segregation existing in the previously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Socialist experiments under

Mao helped break the traditional gender based social rankings and allowed women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come members of a social or-

der. Although men's power remained fundamentally unchallenged, women were able to enter labor markets as they had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xperiments as able-bodied agents. The paper, second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labor markets on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gender and that among women. As markets have brought greater gaps between

women and men based on income and the devaluation of women's work, gender-based segregation stands out. The rise of gender-based

segregation, class and the divide of social origin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s, however, also created segregation within gender,

particularly among women, between those who work in lower and lowest paid jobs and those who occupy offices. For the latter,

whether they come from the countryside or they have mobilized other recourses to come to the level of office-occupiers, these women

have moved upstream in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force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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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中性别问题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理解性别

分化与阶级分化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分层理论：劳动力市场与性别分化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劳动力市场

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内容，如果再将性别

变量加入其中，社会分层就变得更为复杂。社会学家

吉登斯（Giddens）指出：“性别本身是分层的一个具

有深远意义的范例。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社

会的男性都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影

响力。现代社会中，由有关性别与分层的研究提出的

这一重大问题，听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

难。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

据阶级分化来理解性别的不平等。”[1](P376)同时，还应

当包括通过性别分化来理解阶级的不平等。
传统社会分层的理论有三条主要脉络：一是马

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阶级概念，用社会分工和

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分层标准。二是韦伯

主义的分析方法，使用市场地位（收入）、市场机会

（职业）和职业声望分析社会分层。三是以涂尔干为

代表的结构主义，强调不同的职业位置和专业分工

呈现的社会分化。进入 21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分

析方法呈现出新的综合，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

伯主义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 E. O. 赖特(Wright)强
调阶级不能简单地依靠职业来定义，还应当从社会

关系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以个人与资本、决策、他
人工作等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定义阶级。上述种种研

究皆缺少性别视角，只有赖特强调了将家庭纳入分

析中，特别要分析性别分工的作用。[2]

女权主义学者注意到性别视角在分层理论中的

缺失，并力求将其纳入分析视野。具有共识性的观点

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分层是社会分层中重

要的部分，性别差异是产生性别分层的前提，这种差

异以性别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将女性归入

母亲———孩子间的联系中，并将这种联系自然化，使

女性承担了提供服务的社会角色，而处于被剥削的

地位。费尔斯通（Firestone）指出，“性别之间差异的

自然再生产，直接导致了在阶级产生之初的第一次

劳动分工，并且提供了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

会等级的范例。”[3](P589)这样的性别不平等不会随着生

理基础的改变而变化，新的技术，特别是生育控制技

术可能会强化这种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第二种观

点认为，阶级或许是一个比性别更重要的社会分层

的原则，但是社会分层体现了更为复杂的性别、阶
级、种族以及城乡间差异的重叠关系。这意味着要在

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将阶级、性别、种族等要素共同加

入，分析相互重叠的要素共同产生的累加效应。第三

种观点认为，将性别变量加入分层研究时，要关注家

庭要素，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丈夫和父亲相关联，同

时丈夫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体制中从妻子的无偿劳动

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对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女性是否具有自身独立

的分层位置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篇幅有限，本

文对此不做深入讨论。笔者相信，中国女性的社会分

层的确会受到其父亲和丈夫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时

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使中国女性成为了“社会

人”，她们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位置。
转型社会的中国，市场的出现成为了引发社会

分化的力量，当要通过竞争进入职场并获得发展时，

性别、阶级、年龄和城乡要素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

理论上有必要深化理解，建构理解转型社会中国性

别分化的理论框架，由此理解性别间和女性间的分

化。下面将试图通过三个方面来建立转型社会中性

别分化的理论框架：一是重新评估计划经济体制中

的性别分层；二是在理解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的基础

上，评估劳动力市场产生对性别间分层和女性内部

分层产生的影响；三是着重理解新型的社会分层机

制，对分化的女性，特别是女性精英的生产展开讨

论。
二、比较研究：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性别分层

本部分重点讨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如何作用于

性别分层。已有的研究多是基于比较框架建立的，有

三大比较研究框架，一是将毛泽东时代（或称社会主

义的计划经济时代） 与建立新中国之前的社会进行

比较；二是将毛泽东时代与市场经济进行比较；三是

将毛泽东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性别分层有了基

本判断，即：第一，毛泽东时代使妇女从传统社会中

的“家庭人”变成了“社会人”，并在法律上取得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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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一样的地位。[4]相对于传统社会，毛泽东时代的

女性们一直努力“去性别化”，努力像男人一样工作。
这意味着在社会分层的体系中，等级化的性别关系

被抹去，形成了无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层。
然而，带有女权主义批判意识的中国学者对此

有不同的观点。观点之一认为，依然存在性别分层，

国家的作用对性别分层具有双重影响，即使女性走

出家庭迈向社会，但其本质依然是性别不平等的。高
小贤通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

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的口

述访谈和文献档案研究，指出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妇

女解放的策略结果一起，既推动了妇女走向社会，但

也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5]

观点之二认为，在国家赋予两性平等地位的同时，女

性获得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她们可能通过抗争获得

自身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女工的命运被国家

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整合进社会变

迁过程中，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家庭利益皆塑造着

她们的职业活动。异化显示了女工工作被各种非自

身力量所左右的状况，抗争表达了她们的自主性和

能动性。”[6]这意味着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即作为社会

人的女性依然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计划经济体

制没有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当女性具

有了成为社会人的机会时，她们的自主性就具有了

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可能。观点之三认为，性别

不平等的社会文化被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所改

变，并成为市场化条件下女性从业的社会文化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赋予妇女就业

政治意义，不仅使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

地位的提高有了坚实的基础，对城市家庭“男主外女

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虽然很多男性留恋“男主女从”的优越感，但他们

已经不再愿意独自承担家庭赡养责任，这就形成了

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过于求双重挤压下，妇女继续

就业的最广泛的人文基础。[7]

第二，将毛泽东时代与市场经济下的性别分层

进行比较。共识性的观点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强力推

进妇女就业并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

政治的消失，妇女利益受损严重，并处于边缘状态。[7]

或者说，曾经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等级地位较高的女

性失去了原有地位，曾经的边缘女性变得更加边缘。
而这正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8]职业的性别不平等

的加深主要与国家政治目标的转变、国家现实男女

平等的资源控制力减弱、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

执法不利相关；同时，市场在性别不平等总体加深的

前提和一定条件下，对性别不平等有约束作用。[9]这

暗示着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分层或女性边缘化的状态

是好于市场化改革的。
第三，将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分层与资本主义社

会的性别分层相比较。有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性

别分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层结构正好相

反，中国计划体制下，通过“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过程”
实现了两性平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平等主

义政策理论上应涵盖整个社会，但由于再分配制度

自上而下、逐级推进的特征，使得在国家政权监管不

到的基层，区隔主义的官僚行为可以扭曲再分配的

过程。因此，出现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它更多的是保

护了处于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而对处于再分配过

程边缘的基层女性影响甚微。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

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

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

它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

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随着社

会转型的推进，原来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

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将逐渐加重。即国家一

直都在实践性别平等的理想。但是，国家的监控能力

在再分配制度安排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样的局

限性给了基层官僚扭曲再分配过程的机会。事实上,
在保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显

然实现了自己男女平等的诺言。在转型过程中，国家

的保护或是监管功能逐渐减弱, 导致等级地位较低

的女性受歧视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等级地位较

高的女性则开始承受以前在再分配制度中不曾经历

的性别不平等。数据说明，在远离国家监控的市场机

制中，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歧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推

行平等主义的道义和政策。但现代福利国家通常实

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这样的政策为处于底

层的女性提供了帮助，使她们可以依靠国家资源继

14



续生存。[8]

毛泽东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社会结

构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打破传统的性别等级观

念，使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的地位。虽然在

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男性权力并没有被本质性地改

变，但女性作为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动者的实践活动

重新定位了女性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即女性是具

有独立社会位置的人，这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前提条件。
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性别分化

何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30 年来，对此没有统

一答案。众说纷纭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一点共识。就

是中国的的市场化是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政府出台

的各类政策直接作用于市场化的进程。如果说计划

经济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的

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资源配置

方式，在转型的状况下，国家主导的力量使以计划为

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完全退出，还有很强的

制度路径依赖。对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的研

究认为，在中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无须资本

家打造的资本主义”。[10]引用这一概念是想强调在某

种程度上中国亦有类似的现象，是一种强国家意义

上的市场化过程。那么，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对性别分层的影响亦是多重和多方面的。
（一）市场化下的性别间分化

首先，因市场竞争，两性在工资收入上出现了结

构性的分化。1990 年第一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发

现，城市男女职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193.15 元和

149.60 元，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 77.4%；农

村男女年平均收入分别为 1518 元和 1235 元，女性

年均收入是男性的 81.4%。[11](P84- 89)2000 年第二期中

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

在 内 的 年 均 收 入 为 7409.7 元 ， 是 男 性 收 入 的

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异比 1990 年扩大了 7.4
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其前一年的年

均收入为 2368.7 元，仅是男性收入的 59.6%，差距

比 1990 年扩大了 19.4 个百分点。[12]两性收入差的迅

速扩大更多地归因于市场因素：一是女性在市场竞

争的过程中更多地被排斥到了没有社会保障、充满

弹性、低工资的非正规就业领域。或者说，女性更多

地退出了正规劳动力市场。二是市场化导致了更大

范围的职业性别隔离，出现了以职业间收入差为基

础的两性收入差别。
第二，出现了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在对教育水

平、工作年限、职业、单位类型、单位规模、党员身份

以及地区等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即排除了上述

这些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1988 年女性就业者的

平均收入与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之比为 0.9039，即

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 90%；1995 年两性平均收入

之比下降为 0.8869，即女 性 平 均 收 入 为 男 性 的

89%；2002 年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性就业者

平均收入之比为 0.8737，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

87%。1988 至 1995 年期间，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

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百分比下降了 3.44%；

相对百分比则下降了 1.7%。1995 至 2002 年期间，

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

百分比下降了 1.03%；相对百分比则下降 1.32%。这

些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改革最初的 10 年里，市场

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

近的 10 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异

的更重要因素。[13]

第三，市场化提高了性别隔离的状况。对 7 省

11 个 城 市 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1985 年 至 2000 年

44- 51 种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有所提高，职业种类

有所增加，对女性隔离的职业数目远多于对男性隔

离的职业数目，白领职业对女性的隔离程度大于蓝

领职业，体制外单位对女性的隔离大于体制内，沿海

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高于内陆省份。[14]

第四，女性化职业贬值。有资料显示，以女性为

主的企业其工资水平较低，即性别本身是重要的分

层要素，中国存在女性职业“贬值”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的销售和服务业同时存在女性化和

收入下降的趋势；同时还发现企业的女性比例与其

员工的平均工资成反比。[15]

从性别比较的视角，两性间的分化是明显的，市

场带来了更大的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和女性化职

业的贬值。
（二）市场化下的女性间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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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几乎所有学者都看到市场化为女性

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较少的研究看到了变化的复

杂性，这就是市场化不仅带来性别间的分化，也带来

了女性间的分化，妇女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一，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性别隔离状况

存在差异。研究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

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 但其作

用仅限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对

收入差异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

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存在重要区别。在国

有部门, 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

业的性别隔离, 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

业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在非国

有部门, 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

资本方面的差异。由此该研究置疑了有关非国有部

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

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16]

第二，白领和蓝领的性别隔离存在差别。女性在

不断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而蓝领和半白领职业的

性别隔离状况却在继续维持，性别隔离仍然存在。[17]

白领工作场所的工作压力是泛化的，无性别差异，这

使女性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接受独立奋斗的观念。
这种看似“去性别化”的工作状态，既是资本主义工

作过程对女性的异化，也是女性在异化中获得独立

的过程。[18]

第三，时代变迁上存在差异。比较 1982 至 2000
年的职业性别隔离，可以看出，2000 年的职业性别

隔离指数 D 为 0.407，意味着超过 40%的男性或女

性在职人员需要转换他们的工作才能达到职业的性

别整合。在时间上，20 世纪 80 年代的性别隔离程度

有所上升，进入 90 年代，则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9]

第四，在市场背景下，女性是作为可供满足资本

需求的不同劳动力被纳入到市场中的，女性自身的

人力资本特点成为分化的主轴。加入年龄要求的性

别分层或女性分化是出现了有关青春女性、生育女

性和成熟女性的新分类；加入性化想象力的分类要

素，又有了有关与相貌、身材相联的女性分化。
事实上，市场化的出现给女性带来的并非全部

是负面作用，市场对两性的作用是依赖于传统的性

别等级秩序，一旦进行性别比较，不平等就变得显而

易见。然而，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个统一的市场，它本

身就是分层的，各类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性别、阶级

和城乡身份的多种重叠，性别分化是明显的，而性别

内的分化更是市场化的重要结果。
四、性别的社会流动、女性能动性和精英女性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两

大类引人关注的女性群体，一是女性低端劳动力群

体，二是精英女性，皆具有市场条件下女性社会流动

的结果，表现出了女性社会流动的的能动性。市场化

确实给两性向上流动带来了机会，女性亦可以借助

其他身份来实现社会流动，只是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性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会有性别差异。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成为低端劳动力的

主体，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获

得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从事一些低端的女性职

业，如家政工、护理工、服务员，等等。相对于乡村，这

些女性获得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并能够依靠自

身劳动获得报酬；同时，她们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

端，难以继续向上流动。面对这种复杂的流动状况，

多数研究带有性别批判的色彩，强调工业化进程中

的性别不平等。对打工妹的研究，展示出现代性对其

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同时城市化进程中依然是性别

分化的。[20]以打工妹来说，她们因为深陷三重压迫

中，作为主体她们有阶级的经验，同时又要努力抵抗

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这些个体经验要求她们实

现自我定位，是主体权利的掌控。她们的社会抗争既

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

文化的挑战。[21]有也学者指出，在市场化条件下，国

有企业的女工数量减少，但在制造业中的女工比例

反而增加了，这意味着以打工妹为主体的中国女工

正在以一个阶层的面貌出现。[22]

对流动农村妇女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流动劳动

力的结构还是流动的模式，均呈现性别化特点：（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男性优势，在很长时期内流动民

工中男女比例都保持着男 6 成多、女 3 成多的相对

稳定比例，男性劳动力一直保持着转移优势。（2）在

外出和回乡上，男女农民有不同生涯特点，虽然同为

候鸟式流动，男女农民在流动模式上仍表现出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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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女性外出务工者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 20
岁以前外出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即女性外出务工年

龄比男性低，回流率比男性高，婚姻对男女两性回流

的影响不同。男性外出打工具有持续、长期、婚姻状

况影响较小等特点；女性外出打工具有间断性、不稳

定性和受婚姻状况影响较大等特点。[23]

对集聚了大量外来工的小型餐饮业的调查发

现，其劳动关系与性别分层紧密相关，在拟家庭化的

劳动关系中，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和年龄身份重叠在

一起，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

把女性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并进一步削弱了

群体的团结。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

的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剥削但却极少公开反抗的原

因，因为借助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给予了男性更多

的好处，其结果是弱化了边缘劳动力的团结。这些劳

动力不会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相同的结构位置而

结合起来共同抗争，因为由于有劳动的性别分工和

年龄分工，在生产过程中两性具有了不同的结构位

置。[24]

笔者对家政工的调查发现，低端女性劳动力市

场的出现，既表现出市场需求，同时，其较低的进入

门坎为底层妇女的经济独立或摆脱丈夫家暴等提供

了可能。在全球生产链的背景下，为了在世界体系中

维持中国的经济竞争能力，保持大量的体力充沛的

廉价工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女工群体的更替依然

要不断演变下去。[22]

女性低端劳动力同样在工作经历中发展出自己

的能动性。打工妹对老板的看法，对不平等的敏感

度，对工业生活和自身（包括身体）的感受，都因她自

身在企业层级架构中的位置而变化；在“像条狗”的
处境中，“命定论”被明确的阶级对立的立场所代替。
[25]打工妹作为劳动主体预示着社会抗争的新蜕体以

及来自社会底层的“沉默的社会革命”的到来。这是

新型劳动主体的形成过程，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过程

同时存在。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

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

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以及社会抗争。如
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一个将自己外化于他人之

外的他者化的结果，那么，这个新的打工主体则是

“行动者的回归”。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

社会抗争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她们

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

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1]

值得注意的是，当主体性与城市化进程以及消

费社会的产生相遇时，解释上存在诸多困境。有研究

指出，进城的打工妹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

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是打工妹

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

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

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

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

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

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对“都市中的打工妹”以及相

关组织的研究展示了等级化的多种复杂关系，打工

妹自身、具有一定体制背景的打工妹组织、城市中的

精英等等组成了复杂的社会等级关系，打工妹的主

体性以及被再次叙述的女性主体性等在城市化进程

和全球化进程中，有新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存在着多

元的、特别是城乡关系加剧的性别等级化。[26]这表

明，低端女性劳动力作为主体既有其自身能动的一

面，也受到性别文化、消费主义和生产关系的多重制

约。
第二，在市场化条件下，一批女性精英得以涌

现，包括女性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2007
年，中国地（厅）级女干部的比例为 13.7%，比 2005
年的 12.9%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县（处）级女干部

的比例为 17.7%，比 2005 年的 17.2%提高了 0.5 个

百分点。[27][28]截至 2008 年，全国女干部的比例达到

39%。[29]2008 年,全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为 44.92%。[30](P50)同时，女企业家的比例

也在增加，在 16%- 20%左右。这些女性精英的成长

之路可能是艰难的，但女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还是

存在的。虽然精英多数依然是男性，女性成为精英的

成长之旅中充斥着各种性别排斥，但是女性通过能

动性的发挥，还是有不少女性可能进入到精英行列

中。
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是其改变身份和进一步职业

发展的关键。相关研究表明，需要对高等教育改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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